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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史的三重世界及叙述
　———对文学史内部构建的理论探讨

乔国强

摘　要：可能世界理论告诉我们，现实与虚构并不是截然分明地存在于这个可能世界之
中的，而是因其可通达性以相互融合或交叉的形式存在。文学史也是一种以文本形式存
在的交叉融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有三重，即虚构世界、真实世界以及虚
构与真实因可通达而相关联的交叉世界。融合是指这三重世界的共同趋向，即因可通达
性而共存于一个文学史文本之中，合力共同构建了文学史的文本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
集合体；区别是指三重世界各有自己的属性、边界和功能。将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文学
史的文本分析之中有助于揭示这些属性、功能的可通达性，并进而揭示出文学史的性质
和内涵。
关键词：文学史；可能世界；虚构世界；真实世界；交叉世界

这篇讨论文学史三重世界的文章属于一种理论探讨，并非是对文学史写作，特别是对
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梳理或评价。对文学史进行这种理论探讨，主要意图是探讨文学史内
部的构建，并通过这种构建来看文学史写作的性质。这一探讨的理论出发点是可能世界
理论。可能世界理论本身内涵丰富，运用到叙述学研究领域中，也有诸多拓展和创新。不
过，本文所运用的可能世界理论，其内涵不是广义的可能世界理论，而是限定在叙述学研
究领域内的可能世界理论；其方法不是对号入座式运用，而是在运用这个理论部分基本理
念和话语的基础上，对叙述学领域里的可能世界研究做出一些修正，并提出自己的一些不
同看法。

一、文学史与可能世界理论

可能世界理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远溯至１７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甚或更早。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曾提出了接
近可能世界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他曾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
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①近期，再一次将这一理论提出
并做出阐释的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索尔·阿伦·克里普科（Ｓａｕｌ　Ａａｒｏｎ　Ｋｒｉｐｋｅ）。他
在１９６３年发表的《对模态逻辑的语义学思考》一文中，从语义学角度提出了模态结构，并
对模态逻辑中可能世界问题做出了论证②。随后，相关文章和著作陆续出现，先后有Ｓ．Ｋ．

①
②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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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Ｆａｒｈａｎｇ　Ｚａｂｅｅｈ，Ｅ．Ｄ．Ｋｌｅｍｋ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ｅｄ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
ｎｏｉｓ，１９７５，ｐｐ．８０３～８１４．以下所有对外文引用的文字均为本文作者所译，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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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森讨论《可能世界与许多真实价值》①、约翰·Ｅ．诺尔特阐释《什么是可能世界》②、卢博米尔·多勒
兹论述《小说和历史中的可能世界》③等文章；另外还有玛丽－劳尔·瑞安从人工智能、叙述理论角度讨
论可能世界的《可能世界、人工智能、叙述理论》④、露丝·罗南将可能世界理论用于文学研究的《文学理
论中的可能世界》⑤、约翰·戴弗斯对可能世界模式的界定和用“真正的现实主义”（ｇｅｎｕｉｎ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等
问题进行讨论的《可能世界》⑥、罗德·格勒对可能世界的界定、对可能世界及其范域词、个体与身份、知
识的可能世界、信仰的可能世界等问题进行论说的《可能世界》⑦等专著。在以上这些论述中，有些论者
已经把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关联，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未有研究者把可能世界理论
引申到文学史的研究中来。从这个层面上说，本文也是对可能世界理论的一种突破与拓展，所以还需要
进一步对这个理论予以简单地介绍与梳理。
可能世界理论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有着不同的界定。莱布尼茨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１）用非矛盾

的方法来界定可能性，即只要事物的情况组合符合逻辑的一致性，这种事物的情况组合就是可能的；（２）
事物发生的可能性是有理由的，即有因果关系；（３）现实世界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世界；（４）事物的发生
具有双重可能性，即事物本身具有多种可能性和事物组合具有多种可能性⑧。随后出现的可能世界理
论大都是围绕着他以上的这些观点构建起来的。比如说，约翰·Ｅ．诺尔特在《什么是可能世界》一文中
曾说：“就‘可能世界’这个词语而言，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即世界。［……］要不是有真实世界的存在，我
也不相信有可能世界。也就是说，我不相信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一定要论证它们是可能存在的，理解
它们的可能性是理解它们是怎样的一种方法。”⑨诺尔特的这段话大致包含了三种意思，其一是因可能
世界这一术语中“世界”一词使用的是复数形式（ｗｏｒｌｄｓ），因此它指的是那些以多样形式可能存在的抽
象世界；其二可能世界是相对于真实世界而言的；其三可能世界的存在是需要论证的，即论证是理解可
能世界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在诺尔特看来，这个可论证的可能世界是与真实世界相互参照、互为补
充的。它虽然只存在于观念之中，但是，通过论证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解释虽然能使我们从理论层面知道何谓可能世界，但是离着文学还有一定的距离。把上述的

释说较好地引申到文学作品内部中来的，是叙述学界。他们对此的一般解释是，这个理论的思想基础是
集合理论，并认为现实（想象的总和）是由不同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多元宇宙。在他们看来，这个宇宙是
由相对立的一些特指因素分层构建起来的。特指因素是这个多元宇宙系统的中心，对集合体中的其他
因素产生作用。另外，他们还认为，这个中心因素通常被称之为真实世界，环绕周边的因素仅被视为可
能世界。在可能世界诸多因素之间，有一种可通达关系与之相关联。这种可通达性决定了可能与不可
能之间的边界瑏瑠。
这个解释告诉我们，可能世界是从集合理论出发的，所研究的是与抽象物件构成整体相关的集合、

元素及其成员之间关系等。用在叙述研究中，则主要是指对叙述文本这个整体内部各要素的集合及
其之间的关系等所进行的研究。这个解释还特别强调了可通达性在区别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边界的
重要性。
显然在叙述学界，研究者们也只是把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去，而还没有运用到文

学史的研究中来。本文之所以决定从可能世界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主要是基于三种考虑：
其一，可能世界理论是一种敞开式的理论，既探讨了世界的真实性一面，也探讨了世界的虚构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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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把世界的“实”“虚”两面都关照到了，即最大程度地把世界的可能性面目呈现了出来。这种理论对拓
展研究文学史的思路非常有益，如以往的文学史编撰者多半都是从实的层面上来考虑文学史，而忽略
了虚的那一面。这个既注重实又注重虚的理论，对我们全面认识文学史的内涵及其属性会有极大的
激发意义。

其二，可能世界理论告诉我们，现实与虚构并不是截然分明地存在于这个可能世界之中的，而往往
是因其可通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而以相互融合或交叉的形式存在。作为集合了各种文学史料的文学史，

也是一种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交叉融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文学世界。或确切地说，这个文学史的世界有三
重，即虚构世界（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真实世界（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以及虚构与真实因可通达而相关联的交叉世
界（ｃｒｏｓｓ　ｗｏｒｌｄ）。在文学史文本中，这三重世界既有融合，也有区别。融合是指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中的
这三重世界的共同趋向，即三重世界因可通达性而共存于一个文学史文本之中，合力共同构建了文学史
的文本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集合体；区别则是指文学史文本中的三重世界各有自己的属性、边界和功
能。将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文学史的文本分析之中有助于揭示这些属性、功能的可通达性，并进而揭示
出文学史的性质和内涵。

其三，正如前文所言，在西方社会，可能世界理论已经被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了，但迄今为止还无人
将该理论运用到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拟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对象的
改变，即从原来研究的逻辑、文学作品、人工智能、数字媒介等转移到对文学史的研究上来；二是研究方
法的改变，即在借鉴可能世界理论的基本理念基础上，将可能世界理论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拆分开
来或做出某些修正，运用到对文学史的分析之中，以期在深入分析文学史的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可能世界理论或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不过，这里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这里就文学史的虚构世
界、真实世界以及交叉世界及其叙述分开来讨论，更多是出于讨论上的方便，而并非认为从整体上看这
三个世界是以截然分开状态存的；二是可能世界理论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可能与不可能。在这篇讨
论文学史三重世界的文章中，这种不可能由于文本化和可通达性而不复存在。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进行
论证。

二、文学史的虚构世界

在可能世界理论中，虚构是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论述。比如说，托
马斯·帕维尔、戴维·刘易斯、基迪恩·罗森、彼得·孟席斯和菲利普·裴蒂特、露丝·罗南①等都曾运用
逻辑或文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虚构存在于可能世界中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
文学的角度看，虚构既可以看成是可能世界的一个特征，也可以看成是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
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已经不是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已是个常识了。然而，在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和研究
中，虚构还没有作为一个问题受到重视；或者说，虚构在文学史中的性质、属性以及存在方式，还是一个
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论证的问题。

严格说来，文学史的虚构也不是一种单维度的虚构，而是至少有三重意义的虚构，即文学史所记载
和讨论分析的文学作品的虚构、文学史文本内部构造与叙述层面意义上的虚构，以及文学史中各个相互
关联的内部构造与外部其他世界之间关系的虚构。第一种虚构主要是针对研究对象而言的，即指出文
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文学作品是虚构的。这种虚构不仅包括人物塑造和故事构建，而且还包
括作者在叙说这些故事时所采用的话语和叙述策略等。第二种虚构是从文学史的本体上予以考察的，

指出文学史写作如同其他写作一样，并非是对文学史全貌的照录，而是有着写作原则和编排体例要求
的。这一点非常关键，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学史写作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全面的，它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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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写作者价值观念的影响。譬如说，在某一段文学历史时空中存有１００个作者、作品和事件，但由
于文学史本的容量或其他问题，只能选取其中的３０或５０个写入文学史本中，这样一来不同文学史家的
选择就会不同，写出来的文学史本也自然就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不单纯是对作者、作品、事件选择的
不同，还表现在文学史结构形式及书写评价的语言、话语、术语等方面的不同。以上的诸种不同，足以揭
示出文学史文本书写本质上的虚构性①。第三种虚构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文化与社会语境层面上来予以
考察的，指出文学史写作决不仅仅是文学史作者个人的事情，它还与塑造或影响文学史作者的文化传
统、社会现实、时代精神、审查制度等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

在以上三种虚构中，第一种有关文学作品的虚构是显而易见和不证自明的，本文就不予以讨论了。

下文分别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种和第三种虚构。先谈文学史的第二种虚构。

首先，我们可以从与客观现实的比照上来看文学史的第二种虚构，即假如我们把客观现实作为一个
参照系，那么，文学史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符合文学史作者思想结构和逻辑框架的一致性（这里的
一致性既是指文学史作者预设的，也是指在文学史文本中呈现的一致性），就是文学史作者虚构出来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假如一部文学史的文本世界具有一致性是可能的，如文学史的编
撰在编撰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体例等方面应该取得一致，那么，文学史文本世界中的一致性是存在的。

这种一致性可能主要体现在一部文学史写作的统一原则、体例、方法、价值观等诸方面。比如说，孙康宜
在她与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

当初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辑和写作是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剑桥中
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因此该书尽力做到叙述连
贯谐调，有利于英文读者从头至尾地通读。这不仅需要形式与目标的一贯性，而且也要求撰稿
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互相参照，尤其是相邻各章的作者们。②

从所引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原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们，在写作
之前就预设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编写目的（“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和自己设置的，但并非所有参编者
都十分明晰的期待视野或隐含读者（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等；其二，他们为达到写作的形式与目标的一
贯性的目的，要求编撰者相互协调（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互相参照）。应该承认，从《剑桥中国文
学史》的编撰情况来看，这种经预设和协调而取得的一贯性是存在的。然而，诚如孙康宜所言，这种预设
和协调出来的一贯性，在客观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或曰只是一种虚构的可能。

其实，几乎所有合作编撰文学史的编撰者们都会追求这种预设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协调出来的一致
性与原来预设的一致性总会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比如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在前言中曾坦承说，这
部《中国文学史》由章培恒、骆玉明任主编，讨论、决定全书的宗旨与基本观点，经全体编写者商讨后，分
头执笔，写出初稿。然而，编写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只是大致近似，一涉及具体问题，意见互歧在所
难免；至于不同的写作者所撰写各部分之间的不能紧密衔接，各章节分量的不均衡，文字风格的差别，更
为意料中事③。

从《中国文学史》编写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文学史文本世界中的一致性，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
的，而且在文本世界中也是难以实现的，充其量是人为地预设或协调出来的。即便如此，差异还是存在。

从这个角度讲，文学史中的这种人为预设或协调出来的一致性，在现实层面上看具有一定的虚构性。

是不是个人独立编撰文学史就可以避免这类虚构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说，洪子诚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前言中，所谈到的有关文学性的编写原则是重要一例。他说：“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

是历史范畴，其含义难以做‘本质性’的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
特性’的衡量，仍首先被考虑。不过，本书又不是一贯、绝对地坚持这种尺度。”④洪子诚的这番话说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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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乔国强：《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载《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８期，第２７～３４页。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刘倩等译，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中文版序言第１～２页。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２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前言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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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其实是一种人为的，既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很难绝对地坚持。另外一例是顾彬。顾彬在其编写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中，也声称自己“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即前文
所说的一致性或一贯性。其实，假如翻看一下他编写的各章节的目录就不难发现，这根红线从一开始就
被他所采用的错误的时空秩序给打乱了，即在分期中将表达时间概念的标题和表达政体概念的标题混
淆使用。
由此看来，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文学史编撰，在写作中追求一致性是无可厚非的，但需要认清

的是，这种一致性是一种主观诉求，其本质是文学史作者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和价值取向在预设的基础
上虚构出来的。

其次，我们再从文学史内部的构成上来看文学史的第二种虚构。假设文学史主要是由五个部分组
成的，即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五个部分①，那么与文学史书写相关的叙述
和分析评论，自然也就是围绕着这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展开的。

一般说来，这里文本主要指的是入选的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资料；人本主要指的是与文本相关的作
者及与文学思潮、文学事件、文学活动（包括出版）等相关的人物②；思本主要指的是有关文学的种种思
想、观念、思潮③；事本主要指的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出版和文学现象与社会思潮、文学与社会事件、文学
与社会活动（包括出版）等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事情④；批评主要指的是文学史作者和读者针对前面提到
的四本所做的分析、讨论和评价。文学史在这一层面上的虚构性及与之相对应的叙述的虚构性，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假设在文学史中，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批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共时存在的，那么，这
五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事实上，这种绝对的共时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写当代文学史的作者也应该与这五个主要组成部分至少有部分不是绝对共时的。这种非共时性
主要有三种情况：（１）文学史作者所讨论的部分作品出版时间，可能在他／她出生之前或至少是早于他／

她开始文学史写作之前；（２）文学史作者与某些文学事件、某些文学活动等，在发生时间和空间上是非共
时的；（３）文学史作者在精神维度上与某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等是非共时的。文学史
作者在这么多非共时的情况下，要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将这五个组成部分关联起来，叙说或阐释它们之
间的互动情况，投射或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和价值取向，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起一套用来构建和认知
这种共识性的逻辑规则。所以说，从严格意义上看，文学史作者所使用的那套架构文学史的逻辑规则是
虚构出来的。这样一来，作为（部分）与之非共时的文学史作者，在这样一套具有虚构性假设的基础
上进行逻辑推演，即便这套逻辑规则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推演和书写的过程也必定带有一定
的虚构性。

第二，文学史的虚构性还体现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用来构建文学史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之中。以文学史中的文本为例。需要指出的是，文本应该不仅仅是指文学作品，而且还指与文学史写作
相关的其他文史资料，如与作者和作品相关的史料、批评文献、文化政策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本不
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本、思本、事本以及批评都有程度不同的关联。从这个界定来看，文本内部（除文
学作品之外，还应该包括与文学作品相关的史料等）与文本外部（包括批评文献、文化政策等在内及与人
本、思本、事本以及批评相关的所有史料）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依赖于一种具有可能性的虚构假设之
上。比如说，文学史作者需要假设哪些组成部分与文本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哪些组成部分虽
与“文本”同时出现，但只是某种附带或偶发现象。

文学史作者既需要确定直接或间接原因与附带或偶发现象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确定直接或间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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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关“文本”、“人本”、“思本”以及“事本”主要是由董乃斌提出并做界定的。参见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４３～１０１页。另增加的“批评”为本文作者提出。本文作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也对部分内涵作出了相应修改。
本文作者认为，董乃斌将“人本”界定为与“文本”相关的作者并将“思本”视为文学史中的次要因素等观点有欠周到，因此，在文中
对董乃斌的这些界定将做出部分修改。
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７页。
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第９０页。



乔国强：论文学史的三重世界及叙述

因与先在或潜在意愿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工作是在对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从逻辑层面
上看，这种研究本身需要在一定的预设模式指导下进行，因此带有很强的虚构性。从众多作家的创作实
践来看，作家们在创作时，对自己的经历、精神漫游、交往的人物、走过地方、所受的教育以及阅读或听说
的故事等，有些是能够说得清楚，知道哪些对自己创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启发，而有些则很难或根本无法
说得清楚。
问题随之而来了：既然作家本人都无法讲明白，文学史作者如何使用？办法只有一个，即依据预设

的逻辑模式进行推演。譬如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运用了全新的叙述技巧，剖析了小说主人公狂人的
心理。为了解释清楚鲁迅塑造狂人心理的逻辑依据，有外国学者“拿１９１１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对照鲁迅的《狂人日记》，得出结论：‘我们不知道鲁迅到底读了多少心理学方面的书，因此无法准确判定
狂人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鲁迅的现代心理学理论的知识，但它至少证明了狂人所显示的症状跟现代医学
著作所谈论的相当一致。’”①这段引文意在说明，研究者包括文学史作者在勾连这些关系并描绘出它们
之间的互动时，所依据的并非是鲁迅本人所明言过的资料，而是在写作中依据预设的标准，把并非是天
然联系的作品与史料勾连在了一起。因此可以说，判断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思想、情愫
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与外部资料相互关联，其实更多还是停留在具有可能性的假设之中。这种可能性
的假设，说到底就是一种虚构。
第三，文学史的虚构问题还可以从文学的形式方面进行探讨。按理说，一部文学史不应只从有用的

信息出发对文学思想的内容进行单义的解读，还应该包含对看似无用的文学形式（如小说形式的出现、
发展以及各种变体等）进行多义的阐释。一部文学史中所包含的文类有多种，甚或说是异质的，文学史
作者不仅要对作品的主题进行研究、评价，而且还要对作品文本的构成要素等进行分析和阐释。
从现有的文学史来看，大都集中在记叙和讨论有关文学思想的方面，而很少甚或几乎没有提及有关

文学的形式问题。常识告诉我们，文学形式是文学思想认识的基础，缺少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文
学作品的思想。以小说为例。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小说的叙述策略出现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不仅
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形式上的创新，而且还折射出了作者和时代的精神维度，为准确把握小说创作的精神
实质、文化意蕴以及时代脉搏提供了讨论的基础和依据。所以说，只揭示思想内涵而没有反映形式嬗变
的文学史，其实是一种未反映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史，因而也是一种带有片面性的文学史。这种片面性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史的虚构性。
第四，还可以从叙事话语层面来看文学史的虚构性，如文学史叙事的表达形式、视角、时空、结构等

多个方面都可以来探讨。因篇幅原因，本文仅以文学史的叙述视角为例。从文学史的叙述视角入手，可
以说文学史书写的虚构性主要是通过文学史作者所采用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揭示的。采用这种叙事
视角的文学史作者会像上帝般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还必须严格保持视角的统一。事实上，这对于
任何一位文学史作者来说都是极难做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学史作者不仅要解决自己以及文学运
动、思潮等当事人的视角问题，还要解决文学作品中的视角问题。也就是说，文学史作者不仅要对社会
的和文学的历史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了如指掌和把握准确，而且还要分析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都可能
不知道的秘密———这几乎是一件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的事情。这样一来，文学史作者为了充任这样一个
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就不可避免地以掺入主观臆断的方式为之代言，听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虚构
出一些假设和判断来。或许某些文学史作者会采用所谓纯客观叙事的视角来彰显自己叙述的客观性。
然而，即便如此，文学史作者所看到的和所写下的也并非都是纯客观的，相反也都是有所选择和评判的。
比如说，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大体上采用了这种纯客观叙事的视角，即坚持只叙说所谓的历史
事实。尽管如此，他在叙述历史事实之后，还是避免不了地做了一些介入性的评判，如他在介绍了吴晗
《海瑞罢官》的内容和成为重要的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后，还是忍不住补上了一句结论性的话，“从根
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②。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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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２～５３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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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意图尽管也有可能是一个事实，即吴晗在写作《海瑞罢官》时果真是这样想的，但更多的还是他
的一种主观判断①，即他对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一种认识。从微观上来看，文学史中介入性叙述可以说
是随处可见，如洪子诚在谈及部分作家在文革前后的际遇时指出，“６０年代初，从创作思想到艺术方法
都相当切合当代文学规范的长篇《刘志丹》（李健彤），在未正式出版时就受到批判”②。这句话中的“都
相当切合”几个词语就是一种叙述介入。上面所说的主观判断和介入严格来说其实都具有虚构性。
类似于洪子诚的这种主观判断和介入其实还折射出文学史书写的第三种虚构，即文学史各个相互

关联的内部构造与外部其他世界之间关系的虚构。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虚构主要体现在文学史文本话
语层面与真实世界之间所存在的模仿关系上。对文学史作者而言，这种模仿关系尤其表现在文学史作
者对反映在虚构作品中的真实世界所做的阐释中。换句话说，任何一位文学史作者在对一部虚构的文
学作品进行价值判断时，都或多或少地试图通过一种具有内在结构的话语将其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
点、场景等与真实世界勾连起来。这种勾连的书写行为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文学史作者通过价值判断
将虚构的文学作品真实化；二是文学史作者在将虚构作品真实化的过程中，又将文学史这一表达真实认
知的价值判断虚构化。这种勾连的悖论关系使文学史的书写，既具有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品质，又具有
一种文学的虚构性。在对这种悖论关系的具体表述中，特别是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判断时，文学史作
者不得不采用表达可能的预设话语结构来把虚构的内容说实了。比如说，在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此后，又接连发表一批更加紧
贴现实，为配合社会变革而揭示现实的小说，包括揭示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以及批判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李有才板话》（１９４３年），形象地解说地主如何以地租剥削农民的短篇
小说《地板》（１９４６年），以一个村为缩影，展现北方农村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巨大变革的中篇
《李家庄的变迁》（１９４５年）［……］。③

赵树理的这几部小说的确具有时代的政治痕迹，但是，无论具有怎样的政治性，也不能把小说完全与当
时的政治形势等同起来。毕竟他笔下写的是有人物、有故事、有结构的小说，而并非是政治资料的汇编。
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就必须得承认，这些小说除了具有真实性之外，还应该有虚构性。但是《中国现代
文学三十年》一书的作者，没有给这种虚构性留下一点生存的空间，相反用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阐
释系统，使之具有一种带有真实性的普遍意义。
然而，这种阐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最根本问题是，它除了将文本与当时的政治做了直线关联

以外，还把与其他相关联的因素统统都割裂了开来。这样一来，既未能阐释小说具体语境中的种种因素
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未能说明小说的虚构模式与现实非虚构状态，以及事件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结果就是在阐述中虚构了一个符合文学史作者阐释框架的新文本。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因为这种阐释并不来自虚构小说的具体人物或故事原型，也就是说不是从

这些小说文本中总结出来的，而是预设了这些人物、故事理所当然地存在于阐释者的阐释体系中。这样
一来，这种阐释便容易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即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或故事看成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那
么，这种阐释在获得所谓现实意义的同时，虚构的人物、故事就被消解了，从而瓦解了这种意义所依赖的
虚构基础；而如果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或故事被使用或保留在阐释之中，那么这种阐释的基础则不具有完
整的现实意义，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品质。总之，无论是哪种情况，以上两种假设中的阐释
所依据的都是作品文本虚构的世界，即便阐释分析出来的价值是真实的，其所依据的材料仍然是来自虚
构的作品。

·４７·

①

②
③

或许会有学者认为可用“主观性”替代“虚构性”。不过，二者却有许多不同之处，如“主观性”更多的是指“述体”的主观性；而“虚
构性”除了指“述体”主观性外，还指话语文本化等方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１６４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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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史的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在可能世界理论中主要指的是我所在的世界，或“从本体上看，与仅仅可能的存在不同。
在仅仅可能的存在中，这个世界本身代表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所有其他世界都是大脑想象出来的，
如梦境、想象、预言、允诺或讲故事”①。与仅仅可能的存在不同，我所在的世界指的是现实社会。然而，
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一种因无矛盾性和可通达性与其他世界相勾连的存在。一句
话，可能世界语境下的所谓的现实社会并不是单纯指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叙述学借用可能世界这一认识，把可能世界中的真实世界细分为作者、人物和读者三个层面：其一

是“想象的和由作者所宣称的可能世界，它是由所有虚构故事中呈现出来的被当作真实的状态所组成
的”；其二是“人物所想象、相信、希望等的次一级的可能世界”；其三是“在阅读过程中存在读者所想象、
所相信、所希望等的次一级的可能世界；或虚构故事被实在化或反事实化”②。
上述认识和界定对我们分析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具有两个方面的借鉴作用：其一是文学史中的真

实世界也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一种与其他世界相勾连而存在的世界；其二是也可以考虑从作
者、人物以及读者三个层面，来划分和讨论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不过，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文学史中的
这个真实世界是在可能框架下的真实，而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实际发生或真实存在。它与一般意义上
的真实世界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就是指一种绝对的客观实在，而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则不是这
种绝对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遵循叙述和阅读规律，经过文学史作者、文学史中的人物以及文学史读者
各自或共同加工制造出来的，且与文学史中的其他世界相互勾连的真实世界。这种真实世界看上去好
像不那么真实，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和可以论证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下面拟从文学史作
者、文学史文本以及文学史读者三个层面，对文学史的真实世界进行讨论。

（一）从文学史作者来看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
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在文学史写作之前，存在一种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文学史真实世界。前文说到，文学史并不

是一个由单一或同质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叙述文本，而是由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
批评等内外相关联的多种同质或异质组成部分所构成的一个文本结构层。文学史的真实世界首先是指
文学史先文本的真实世界，即指那些先在于被作者所选和未选的与文学史写作相关的所有史料。这些
史料共同构成了先于文学史文本存在的真实世界。对文学史作者而言，这些史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否则，假如不真实，文学史作者在撰写文学史时应该不会予以考虑。这个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真实世界
的存在，揭示了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即说到底，文学史写作是从真实世界出发的，而并非是凭空而来的。
其次，虽然说文学史文本中的真实世界所依据的是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真实世界，但在本质上说它

是经过作者筛选和撰写这两道工序加工制作出来的真实世界。文学史作者并不是可以任意进行“筛选”
和加工制作而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影响或限制。恰恰相反，他（们）／她（们）既要受到与自己相关的诸
多因素，如个人成长、个人学养等方面的影响，还要受到他（们）／她（们）所处的时代、地域或环境等方面
的限制。通常，我们会赋予文学史作者许多名称不同，但意思大致相同的身份，如称他（们）／她（们）为
“把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搭建起来的写作者主体”“话语产生的中心”或“努力表达身体感受经验的理
性的人”③。这些称谓说明，文学史中所呈现的真实世界，实际上融入了与文学史作者相关的诸多要素，
如其真实身份、文学史观、价值取向、所处时代、写作过程等。这诸多要素及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对其所发
生的某种程度上的融入便是一种真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真实存在也就是文学史另一个层面
的真实世界。因此说，真实世界既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之内，也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之外。就文学史文本而
言，则主要是体现在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相重叠的那一部分，其中包括文学史作者对材料的筛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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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ｅｄ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４４６．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ｅｄ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ｐ．４４８．
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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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及评价等。
最后，文学史作者在写作时，所使用的部分叙述逻辑和策略也是属于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属于

真实世界的叙述逻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作者在叙述中对已有文献和作品的直接引用，如姜玉琴在谈及对中国新文学肇始时期不

同看法时，就采用了一种真实世界的叙述逻辑。她在文中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主将，都赓
续了严复、梁启超以来的社会在‘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以及‘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
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思想。［……］鲁迅曾说过一句话，‘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
革命‘运动，即１９１７年以来的事。’”①在这段引文中，严复、梁启超以及鲁迅的话都是源自于真实世界
的，即都是从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或著作中直接引用过来的。对作品的直接引用不仅包括作品的作者、作
品的名称、作品的出版时间（版本）等，还包括从作品中直接引用的与史实相符的人物、地点、建筑物等的
名称及其相关文字段落等，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及变文结构时，大量引用了《维摩诘经变文》
中的“持世菩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的内容②；他在讨论宋、金杂剧词时写道：
“宋、金的‘杂剧’词及‘院本’，其目录近千种，（见周密《武林旧事》及陶宗仪《辍耕录》），向来总以为是戏
曲之祖，王国维的《曲录》也全部收入（《曲录》卷一。”③这里提到的引用《维摩诘经变文》中的“持世菩
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的内容和周密的《武林旧事》、陶宗仪的《辍耕录》以及王
国维的《曲录》等书目，都是真实的辑录，属于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
第二种是文学史作者对已发生的有关个人的和社会的史实做出的陈述，如王德威在谈及黄遵宪的

职务变化及变化后黄遵宪的个人阅历时所说的那样：“１８７７年，黄遵宪的一次重要职务变动对他后来的
诗学观念造成了直接影响。他不再从传统仕途中谋求升迁，而是接受了一个外交官职位的礼聘。在此
后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遍游美洲、欧洲和亚洲多国。”④这段引文中所说的黄遵宪在１８７７年的职务变
动是一件事实，黄遵宪在职务变动后游历欧美亚多国也是事实，它们无疑都属于真实世界的范畴。
另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附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⑤等此种文献类文字，也属于真实世
界的范畴。
第三种是作者对已明确发生的因果关系的陈述，如王德威在谈及黄遵宪因职务变化和海外经历对

其创作所带来的变化时说：“黄遵宪的海外经历促使他在全球视野中想象中国，于是，他的诗作中呈现出
多样文化、异国风情的丰富面貌，以及最有意义的、富有活力的时间性。”⑥这些变化可以从黄遵宪出国
任职和游历之后创作的《樱花歌》《伦敦大雾歌》《登巴黎铁塔》以及《日本杂事诗》等作品中看得出来。具
体地说，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黄遵宪在这些作品中”形成破格，内容新异，促使读者重新思考传统诗歌在
审美和思想上的局限性。”⑦以上这些引述无疑说的都是黄遵宪由于生活的变迁而引起诗歌创作风格的
变迁，即对一种因果关系的客观陈述。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文学史写作在陈述因果关系时，需要注意区别有效的与无效的，清晰的与不清

晰的两对不同的因果关系。前者属于对真实世界的陈述；而后者则属于对虚构世界或交叉世界的陈
述⑧。当然，在讨论因果关系的叙述时，还需要考虑到“覆盖律”的问题，即把一些看似直接或清晰的因
果关系纳入一个一般规律来考虑，或者说用一般规律来覆盖它，比如说，因“物质位移”而产生的“精神质
变”、国家文艺政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这类对在覆盖律项下发生的因果关系的真实叙述，是文学史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姜玉琴：《肇始与分流：１９１７－１９２０的新文学》，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页。姜玉琴的这段引文中引用严复、梁启超以及鲁迅的
文字的出处分别为，严复：《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载《国闻报》（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１月１８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
国小说理论资料》第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页；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载《新小说》第１号（１９０２年）；陈平原，
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１卷，第３７页；鲁迅：《〈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载《鲁迅全集》第６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２７页。因行文方便，未采用姜玉琴引用时的注释，在此补注。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６～１２８页。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１７０页。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４７１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４５３～５０４页。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４７１页。
孙康宣、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４７１页。
对交叉世界中因果关系的陈述折射出覆盖率项下因与果的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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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中极为重要的叙述，也是文学史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二）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还可以从文本的层面来看
要阐释这个真实世界，我们首先应该找出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前提。

文学史写作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需要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等进行分析、阐释和评
价。这种分析、阐释和评价的过程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即文学史作者要把与文学史写作有关的史料、
作品等从客观存在的对象转换为主观认识的对象。毋庸置疑，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文学史作者的个人的
文学修养、价值观念、判断能力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文学史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区域或
国家等外部因素，有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文学史作者的选择、评价或判断。这些都是文学史文本
真实世界存在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的呢？亚里士多德当年对历史

学家和诗人的看法，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形态，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他在《诗学》中指出，“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
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①。亚里士多德虽然谈的是历史
家与诗人，但文学史的写作其实在有意或无意识之中将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历史家与诗人融合起来。
尽管文学史作者谁也没有直接宣称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上述观点的影响，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
学史作者在文学史文本中既要叙述已发生的事，也要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谓的已发生的事就是指现
实生活中的真实；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指文学史作者对文学史的构建、对文学作品的评判等，后者因带有
普遍性的特征而成为了高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
简言之，文学史文本中的真实世界就是由这两种真实构建而成的。所不同的是，文学史作者在对待

可能发生的事的时候，既要像诗人那样去描述，也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叙述、分析和评价。具体地说，在
文学史文本的真实世界中，已发生的事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与文学作品、作者相关的真实资料（如
作者的名字及其已出版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相关的真实资料（如事件所处的时代和地点等），还有
与以覆盖律面目出现的真实资料（如国家文艺政策、自然灾变、瘟疫、内乱或战争等）。可能发生的事所
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多，如文学史的构建、文学史作者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文学作品文本内所叙述的故事、
文学作品的作者在创作实践中的心理路程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内在关联或互动、文学作品的作者及其作
品的接受情况等。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不管是已发生的还是可能发生的真实资料，尽管在文
学史的真实世界中看作真实，但它们绝不是完全以原有姿态出现的，而是由文学史作者经过自己所选择
的文化代码和价值取向处理过的。譬如，同样都是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文学，顾彬与洪子诚这两位
各自背负不同文化符码、价值取向、期待与顾虑的文学史作者，所采取的书写策略就有所不同。顾彬在
讨论这一时期文学时，在章节的概述及其具体讨论中，都扼要地陈述并分析了一些受冲击甚或受迫害的
文学家的遭遇和缘由②；洪子诚则采用百科全书式的体例，只是将发生在那个时期文学界的矛盾和冲
突，做一简单扼要的无分析性陈述③，而将发生在那一时期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分散到随后的各个
小节之中。
另外，从叙述的角度来看，文学史作者对这类真实世界的叙述也是按照一般叙述规律进行的，比如

说要预设一套能够表达自己文学史观的叙述要点、叙述顺序、叙述节奏等框架结构，同时还要预设一位
（或多位）代表文学史作者的叙述者，来叙说有关文学史方方面面的故事或问题，并在叙述中考虑（隐含）
受叙者的接受情况等。这种按照一般叙述规律进行的文学史叙述，也是真实世界在文学史文本中的一
种表现。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叙述规律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虽然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是一种客
观存在———只要有写作者的存在，它就存在。它既是文学史中真实世界得以存在的另一个前提，也是构
建文学史中真实世界的唯一途径。

·７７·

①
②
③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第６４～６５页。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２６１～３６９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３７～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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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还可以从读者的层面来看
这里所说的读者主要是指文学史的读者，而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读者。这个层面上的

真实世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文学史进入流通领域后所发生的各种与流通相关的行为（如购买文学
史和阅读、讲解文学史），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真实存在；其二是阅读过程中读者产生的种种反应，也是
可能世界中的一种真实存在。
各种与流通行为相关的真实存在相对好理解一些，只要查看统计一下销售记录、讲解文学史的情况

等就能够不证自明；而阅读过程中的读者反应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一则需要说明读者为何在
阅读中会对所阅读的内容做出反应；二则需要对读者为何对某文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做出合理的
解释。

２０世纪的美国新批评理论，反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其中之一提出的就是感受谬误（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ｌｌａｃｙ）的观点，认为“把作品与它的效果混为一谈（即它是什么和它做什么）是认识论上怀疑论的一种
特殊形式”①。新批评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不过，应该承认，他们所捕捉到的阅读现象倒是真
实的，即读者由于受时代、文化因素以及认知能力等影响，对同一客观事物会有着不同的反应。这一现
象的真实存在，对理解文学史的读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与阅读文学作品一样，文学史的写作与阅读都属于认知活动，即都需要有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换

句话说，只要牵涉到阅读，处理信息的过程可能方式不同，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客观实在。在对信
息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所处时代、所从属的文化以及所具有的认知能力等原因，读者会对同一作品或文
学史中所提到的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这也是一种实情。
以吴晗的《海瑞罢官》为例。洪子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者，《海瑞罢官》是其文学史中所关

照到的一个对象。洪子诚在文学史写作中面对这一对象时，融合了读者与作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他既
要按照一般读者（或观众）的阅读方式读完这个剧本，也要以文学史作者的身份来审视这部戏剧。因此，
他在架构他的文学史框架时，不仅扼要地介绍了《海瑞罢官》这部戏剧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对吴晗的身
份、《海瑞罢官》一剧出台的缘由以及这部戏何以成为“重要的政治事件”②作了说明。在经过对这些信
息处理之后，他对这个政治事件的性质做出了借古讽今的判断：“从根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
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③同样，顾彬在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史》中，也谈及吴晗的《海瑞罢官》及其相关的政治事件。不过，他作为读者与文学史作者在面对《海瑞
罢官》这部戏剧时，与洪子诚的情况并不那么一致。他在姿态上还比洪子诚显得更为单刀直入。他在介
绍吴晗及其《海瑞罢官》之前，就首先告诫读者：“１９４９年之后，政治争论所拥有的社会空间越来越受到
挤压。”尔后，他又告诉我们，“当时政治局面之复杂，不是简单叙述能够交代清楚的。［……］双方都明
白，争论的焦点不在海瑞和海瑞所处的时代，而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大跃进政策”④。与洪子诚相比，顾
彬这个读者与作者非但不隐讳政治，而且还把这部戏剧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及相关人物直接而又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显然，作为《海瑞罢官》的读者和阐释者，洪子诚和顾彬对其有着不同的阐释维度：洪子诚
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保持了比较好的平衡；而顾彬则明显地倾向于文学史作者。
同样，作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读者，由于处理信息方式、思

想观念或价值取向的不同，既会对《海瑞罢官》这一戏剧有着不同的理解，也会对这两部文学史有着不同
理解。这些不同理解是阅读中的一种真实存在。它既反映了不同层面的读者对文学价值、地位以及意
义等问题的理解，也折射出读者对文本、语境、环境的利用、认知能力以及个人的信仰等问题。

四、文学史的交叉世界

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可以借用可能世界理论中的可通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来进行讨论。可通达性

·８７·

①
②
③
④

史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丛书：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５～５６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１６３页。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１６４页。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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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理念是指模态逻辑理论中用模型结构来描述其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可能世界集（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ｓ）、可能世界集合中的二元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以及赋值函数（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关系。可能世界集中
存在若干个次级的可能世界；次级可能世界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关联被称为可通达关系。可通达关系有
真有假，也有强弱之分，赋值函数用来判断其真假和强弱。
文学史的可能世界也符合这种模态逻辑，各种次级可能世界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可通达性。它勾连

起文学史可能世界中的两个次级可能世界———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从而形成一种虚构世界和真实世
界相互交叉存在的状态，即交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赋值函数主要有强弱之分，而较少有真假之辩。
进入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视角有多个，因篇幅原因，本文只从文学史作者和文学史文本这两个方面

来加以探讨。
（一）以文学史作者为轴线的交叉
从文学史作者的这个层面看，总体上说，文学史作者再现的现实并不是现实社会中真正存在的那个

现实，而是经过作者筛选和加工处理过的现实。在这个筛选和加工处理的过程中，文学史作者尽管可能
并不知道有个什么可能世界理论，但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暗合了可能世界中的那条可通达性的原则，即将
真实与虚构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真实与虚构相交叉的世界。下面探讨二者相互交叉的内在机制及
其赋值。
从以文学史作者为轴线来看，环绕在这个轴线周边的因素会有许多，如文学史作者所生存的社会、

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所受的教育、所发生的（文学）事件、所阅读的作品等。这其中有真实的，也有非真实
的或虚构的。诚如前文所说，文学史写作并非是简单地将这些真实的、非真实的或虚构的史料完整地记
载下来，而是有所选择、有所综合，也有所评判。在这选择、综合、评判以及意义的构建过程中，文学史作
者不仅融进了自己的情感、价值观等因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文艺政策等这类带有覆盖律性
质因素的指导或制约。显然，文学史写作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文学史作者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诸种
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真实性、非真实性或虚构的因素勾连起来，整合成一种适合文学史写作内容
和逻辑的线索。简单地说，这种整合的过程就是一个虚与实相互交叉的过程，这种过程所勾连、呈现出
来的世界，就是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
文学史作者在构筑其文学史本时，其实就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进行的。比如，奚密在《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年的中国文学》中谈及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时，她首先叙说了抗日战争的起因及其影响：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十五公里的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他们
要求进入宛平县内搜查。当他们遭到驻守宛平国军的拒绝时，竟以武力进犯。”奚密对发生在１９３７年７
月７日的事件，有选择性地作了简短而真实的陈述。但是，奚密在这里并没有首先提及并解释日军为何
要在北平城西南驻军，而且还竟敢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而是在随后的文字中才扼要地提及“九·一
八事件”、西安事变这两件发生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之前的事件。她采用倒叙这样一种带有虚构性质的
叙述策略，来追叙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彰显她对“七七事变”这一事件认识的同时，强调了
先叙的“七七事变”这一事件，给其后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学艺术等所带来的影响。
这种释说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把上述内容转换成这样的说法。奚密是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出

现的文学现象这两大层面来构建文学史的交叉世界的。具体地说，奚密在架构这段文学历史中的历史
事件时，采用了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策略：实主要指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九·一八事件”、西安事
变、“七七事变”等这些历史事实———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虚则是指对这些事件进
行倒叙的安排，即没有按照事件原来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而是把后发生的事件作了前置处理。这
种叙述手法所达到的效果是，在凸显了七七事变与后来发生的抗战文学等因果关系的同时，也虚构了这
些事件的因果关系链，而且还弱化甚或隐去了统摄“九·一八事件”和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与”随后出现的
抗战文学等文学现象的中日社会发展、中日关系、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等因果关系及其演化的规律。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种历史事件的实与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虚，共同构成了一个实与虚相交叉的世界。
当然，文学史作者对历史事件作虚实之处理，也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想法的，就像奚密之所以要采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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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倒叙，也就是虚的手法，其目的就是想强调抗日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而并非是这些事件的前后关
联。强调这一事件的目的，又是为了方便她在后面叙述中所提出的与此相关的“抗战文艺”“统一战线：
重庆”“日趋成熟的现代主义：昆明与桂林”“沦陷北京的文坛”“上海孤岛”等话题的论述①。然而严格说
来，这一虚的背后又是实，因为不管是从上面的命名来看，还是从随后而来的记叙中，都会发现作者主要
还是停留在实的层面上，基本上属于事件描述性的和主题阐释性的。这种表述，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或
实虚相间，这是文学史书写中最常见的一种实与虚的交叉形式。从奚密书中的另外一段话，也可以看出
这种实与虚的交叉：

比起此前的侵略行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直接威胁着中国之存亡。它对中国文学也造成
了巨大的影响，其冲击既是当下的也是长远的。种种文化体制———从大学和博物馆到报业和
出版社———遭到破坏或被迫迁移，无以数计的作家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另一方面文
学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一个慰籍与希望的重要来源。②

这段文字中的实就是指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的爆发。从大处着眼，威胁到中国的存亡；从小处着眼，影响
了作家的正常创作，以上这两方面都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而虚则是语焉不详的“文学在战争期间
提供了一个慰籍与希望的重要来源”或“种种文化体制———从大学和博物馆到报业和出版社———遭到破
坏或被迫迁移，无以数计的作家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等文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表述是模糊的，它既
没有具体的事实，诸如哪些大学、哪些博物馆、哪些报业、出版社遭到了破坏以及如何遭到了破坏，更没
有解释清楚文学何以“提供了一个慰籍与希望的重要来源”等。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奚密该处的虚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没有把握好写作的尺度，那倒不是，因为

该处的虚可以追溯到实那里去，二者是有着紧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的一实一虚合情合
理地把前后几个事件勾连了起来，共同构建了一个以实为主，以虚为辅的指向明确和寓意深刻的交
叉世界。

（二）以文本为轴线的交叉世界
毋庸讳言，以文本为轴线与以作者为轴线，会有许多相同或重叠之处。这样一来，将两者分开来谈

似乎就显得有些形而上或片面。其实，以文本为轴线讨论文学史写作并没有割断文学史作者与文学史
文本之间的关联，而是依据可通达性原理，将文学史作者融进了文本之中。或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将
文学史作者作为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隐含作者来看待。从这个角度说，提出以文本为轴线来讨论文
学史的交叉世界，有其独到的方便之处，即可以从话语叙述的角度对某一具体的文学史文本做出细致入
微的分析和评价。
一般说来，文学史文本的交叉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文学史文本内部组成部分（如文本、

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的相互关系上来看，在实际写作中，这些组成部分是被交
叉整合在一起的。另一种则是从结构上来看，很多的文学史读起来好像千差万别，但分析起来大都脱离
不了这样的两个价值维度，即明和暗的价值维度：所谓的明指的是能给人带来直观系列感的外在篇章结
构，如这部文学史是由几章构成的、每一章的大小标题是什么等等，总之，是能一眼看得到的东西；所谓
的暗则是指隐含在这些篇章结构的背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学发展规律的那个脉络。当然，分开
论述是这样区分的，其实合起来看，在具体的文学史文本中，它们之间不但具有可通达性，而且还总是以
一种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状态出现的。不过，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两种不同价值维度的特点和运作机
制，本文还是要把它们分开来论述。

１．文学史文本内部和外部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叉。这个问题可以从文学史文本内和文本外两个方面
来讨论。
先说文本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文学史文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多种形式的关联，比如说，文

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之间的关系，有些属于附带现象（ｅｐｉ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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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６１９～６５５页。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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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另有一些则不属于这种附带现象关系。
附带现象研究认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对思想有直接的影响，甚或说它就是思想的诱因。文学史文本

中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大致说来属于一种因果关系陈述，即是这种附带现象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
这也不难理解，文学批评就是建立在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之上的，没有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也就没有文
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文本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所存在的这种附带现象关系，是对各组成部分
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史文本的真实世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附带现象研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关系研究，比如说，事本只能对思本产生影

响，而思本不能反过来影响事本。但是纵观现有的文学史，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文学史中呈现给我们
的有事本与思本相互影响的关系，也有它们相互之间不产生影响的关系。这样一来，文学史中事本与思
本的关系就不只是单纯的附带现象关系，而是包括附带现象关系在内的多种关系的组合。因此，前文中
所说的由表现附带现象关系构成的真实世界，在文学史中只能是部分的存在，而并非是全部存在。如此
说来，附带现象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对文学史文本内部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文学史文本中普遍存在
的是事本、思本等各个构成部分的交互关联的关系。即便是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但
由于线性书写的原因，原本只是一种时序前后、相加并列或邻近的关系，也会给人造成一种相互关联或
具有某种因果关系的印象。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是文学史文本从整体上来看，形成了一种虚实相间的关
系，即我们所说的交叉世界。
再说文本内与外的相互关系。文学史文本内与文本外也有一种虚与实共生的现象。如前面提到的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与１９１１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到的有关心理症状相吻
合一例。鲁迅或许了解《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有关词条，或许并不了解。但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和《狂人日记》是先后出版的，形成了一种同存共生的关系。还有一例，即中国戏剧界有学者曾讨论过曹
禺的《雷雨》与俄国戏剧家Ａ．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之间的关系①。假如将这种原本（没有）发
生相互影响的事例写进或不写进文学史中，都会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不真实的或虚构的一面。从
这个角度看，真实与虚构也是同生共存的。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这种文内文外的共存性，也构成了文
学史文本组成部分的交叉关系网络，即交叉世界。
这种同存共生现象还可以从反事实因果论（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的角度来看文学史

文本内、外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叉问题，即比较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之间的相似性。一般说来，文学史文
本内外有许多相似的真实或虚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级差：越靠近事实的就越真实；距离事实越远
的就越虚构。实际上，文学史文本写作并没有按照级差的顺序来安排内外同生共存的史料，相反它一般
是将不同级差的史料，按照不同的需要来重新排列组合的。多数情况下是交叉存在着不同级差的真实
与不同级差的虚构。这种不同级差的交叠存在，共同构建了一个个真实与虚构交叉互存的世界———“交
叉世界”。

２．文学史文本结构上明暗两个维度的交叉。文学史文本中明的结构，主要是指文本章、节等篇章结
构。这个结构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虚构的一面。比如说，从总体上看，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
学史教程》，突出“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并着重“对文学史上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和作品艺术内涵
的阐发”②。具体到每一个章节的写作，则“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或“以共时性的
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③。这样的写作纲领和章节安排就是一种虚、实相结合的
安排。
当然，这里的虚和实都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指陈思和等编者，人为地想“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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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袁寰：《〈雷雨〉与〈大雷雨〉轮状戏剧结构比较》，载《求索》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第１０９～１１２页；杨晓迪：《悲剧框架中的〈大雷雨〉与
〈雷雨〉》，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６８～７１页；马竹清：《婚姻道德和情爱人性的悲歌———浅谈
〈雷雨〉〈大雷雨〉》，载《戏剧之家》第１４期，第４９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前言第６、７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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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①。他们的这种共时性写作意图是真实的，与当时重写文学史的
时代诉求相一致。然而，从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安排本身来看，却又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这看上去好像是
一种无可奈何的悖论，其实是必然的。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文学史写作从来都是两个维度的写
作，即既需要共时性的视角，也需要历时性的审视。他们撇开历时，主张从共时这单一的时间维度来撰
写，就与文学史的真实发展情况相违背了。此外，文学史和文学创作整体观虽然有不少重合之处，但毕
竟还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事。以这样的一种文学史观构建出来的文学史，自然不贴合文学发展的
实际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理论构架不过是一种虚构。
第二层意思是指这部文学史各章节间的排列组合和章节内部的安排方面也存有一定的虚构性，也

就是说整部文学史是通过文学史作者预设的某种意群组合而成的。这种意群组合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
相同或类似的作家或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介绍和评价。然而，这种相同或类似更多是文学史作者所判定
的相同或类似，而并非是这些作家或作品的一种天然相同或类似。这些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着程度不
同的差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文学史作者也可能会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来构建这样的意群。
比如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一章的第二节中，编者撇开颂歌类的作品，单独挑出了胡风的长诗
《时间开始了》作为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来讨论，既没有体现出编者所主张的共时性———既然是共时，就不
应该省略了同时期的其他颂歌，也没有兑现其所许诺的要“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既然是整体
观，就需要大量的同类作品作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节的编写并没有如实地叙说，而是虚构了
那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这个问题不单存在于这一章中的这一节中，而是整部文学史中都存在这
个问题。
这样分析并不是说这种编排没有意义。与其他的同类作品相比较，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的确是那

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作品，而且编者对其的分析也有说服力，较为真实、具体地阐释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
艺术特点。从这个层面来说，展现在这一节中对胡风长诗的阐释与评价的文字又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这种虚与实交叉结合的写法，便构成了虚与实交叉结合的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所构建的文本
世界，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类似于这种虚、实相互交叉结合的世界。
文学史文本中暗的结构，主要是指隐含在这些篇章结构背后，能把文学发展规律揭示出来的那个脉

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编写的虚与实，在暗这一维度上也依旧能得到体现。譬如，尽管我们在前文
中也指出了这部文学史中的一些虚构问题，但是，从这部文学史的章节安排中，不但可以看出隐含在这
些章节标题背后的当代文学史的大致发展脉络，而且还可以看出隐含在这些章节标题背后这一时期文
学的总体精神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将各个章节联系起来就勾勒出了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大致轨迹。
即便是对单个作家的分析和评价，也隐含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还以胡风为例：这部文学史
教程对胡风事件的历史过程未作详细介绍，但却通过将他的作品和他所遭受的政治打击进行对照叙说。
这种写法在暗示了胡风命运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特殊时期的发展走向及其
必然结果。在这里，虚与实得到了相互关联，构建了一个交叉的世界。
顾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是另外一种虚与实交叉的类型。我们从这部文学史的篇章结

构中看不出隐含其后的文学发展脉络。具体地说，这部文学史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写的是现代前夜的中
国文学，第二章写的是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文学，第三章写的是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
地域。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标题，指向的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第二章则指向一个政体所代表的时期，
而与之相对应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被放在第三章的第四小节中。从这样的一种篇章安排中我
们只看到了时间的展延，而看不出作者揭示出什么样的文学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学史章节安
排既没有反映出中国２０世纪文学发展的精神脉络，也没有揭示出中国２０世纪文学发展的演化规律，因
而带有很大的虚构性。不过，从这部文学史各章内小节之间的承接关系看，如第二章的第一节先后讨论
了苏曼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等的创作，将他们的创作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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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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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２０世纪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总体说来，顾彬主编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史》在整体框架的虚中嵌入了部分内容的实，而部分内容的实又融入了虚的框架之中，从而构建起了
另外一种虚、实相间的交叉世界。

概而言之，从上面所做的论述来看，文学史的文本世界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三重的。三重的文本世
界是文学史所独有的特征，也是文学史独具的一种本质。文学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前者处理的
主要对象之一是虚构类的文学作品，而后者几乎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此类作品。这就意味着对文学史的
研究不能完全按照历史研究的理路来进行。把文学史的内部构建分为三重，不但有助于我们搞清文学
史内部构建的多重属性，更重要的是，还有助于我们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来打量、分析和构筑文学史，
一改过去那种平面式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处理的不仅是现实、艺术标准等问题，而且还包括虚构和想象
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文学史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采用一种分析和概括相结合的方法来认识这些
方方面面，即将文学史内部的构成因子、结构特点等拆分开来进行分析和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借
鉴并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来剖析文学史的三重世界或许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认识途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Ｑｉａｏ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ｗ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ｗｏｒｌｄｓ　ｉｎ　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ｂｕｔ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ｍｅｒｇｅｄ　ｏｒ　ｃｒｏ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　ｔｈａｔ　ｍｅｒ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ｅ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Ｏｒ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ｎａｍｅｌ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ｃｒｏｓｓ　ｗｏｒｌｄ”ｔｈａｔ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ｅｘｔｏｆａ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ｉｓ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ｂｏｔｈ　ｍｅｒｇ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Ｂｅｉｎｇ　ｍｅｒｇｅｄ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ａ　ｔｅｘ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ｗ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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